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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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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OECD—TIVA 数据库和 WGI 数据库测算 2012—2020 年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额和双边制度距离, 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制度距离的缩小有利于促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但其影响因制度距离的维度、 数字服务贸易的类别、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水平、 贸

易双方是否签署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存在差异。 机制检验表明, 制

度距离通过双边政治关系和国家间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差距两条路径影响数字服务

贸易。 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 为中国推进制度型开

放、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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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 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已超过五成,
成为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迅速增长, 逐步

成为提升外贸竞争力、 促进传统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2023 年, 中国数字服

务进出口总额达 3
 

66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 5%, 数字服务出口占全球比重达

4. 9%, 相比 2019 年上升了 1. 6 个百分点①。 尽管中国已跻身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

大国之列, 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 比如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

定上话语权相对较弱、 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数字服务贸易

非关税壁垒较高、 国内数字市场建设不完善等。 因此, 深入剖析影响中国数字服务

贸易的制度因素, 探索促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路径, 对于促进中国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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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繁荣、 缩小服务贸易逆差具有深远意义, 同时也是实现以“规则、 规制、 管

理、 标准等稳步扩大开放”为特征的制度型开放战略的关键所在。
 

2018 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的概念, 旨在通过建设高

水平的开放制度体系, 营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 破解断链脱钩和逆全

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开放难题。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通过高质量的制度建设, 降低国

际经贸活动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减少由于制度距离所衍生的负面影响。 推进数字

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对提升中国数字贸易国际影响力、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治

理中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刘斌和崔楠晨, 2022)。 因此, 本文从制度性因素切入,
探讨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相较于以往研究, 本文边际贡献如下: 其一, 现有文献多数聚焦于数字技术对

传统经济领域的影响, 较少对数字服务贸易本身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 尤其是

对不同经济体间的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研究尚显不足。 本文实证检验了

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探究了制度距离如何通过双边政治关系和经

济体之间纠纷解决效率差距两条路径影响数字服务贸易, 拓展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影

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其二, 本文将制度距离的不同维度、 数字服务贸易的不同类

别、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水平和贸易双方是否签订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

定等条件纳入考量, 以揭示制度距离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影响, 探索消解制度距

离负面影响的路径, 以期为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 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基本

逻辑与实证支撑。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因素以及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三类。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Kosrova(1996)将“制

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定义为不同国家在管制、 规范等制度规则上的差异。
North(1990)将制度距离细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 前者指母国与东

道国(地区)制度环境在法律法规上的差异, 后者指社会团体、 组织机构或政府机

构在价值观、 行为规范、 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Berry 等(2010)则认为制度距离是两

国在政治稳定性、 民主性和贸易集团成员身份上的差异, 制度距离越大, 东道国与

母国的政治体制、 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差异程度越大。 在制度距离的相关文献

中, 与本文联系较为紧密的是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

为制度距离可以通过比较优势、 差异化的消费偏好对国际贸易产生正向的影响; 交

易成本理论则认为缩小制度距离能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贸易便利化, 促进双边贸

易。 实证研究方面, Groot 等(2004) 明确了制度作为贸易壁垒在引力模型中的作

用, 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与制度本身的质量和效率无关, 当制度距离累

积到一定程度时, 将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独立于制度质量的负面影响。 许家云等

(2017)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数据,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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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研究发现制度距离抑制了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 且加

剧了“一带一路”范围内的表现为“竞争”的相邻效应。 孙玉红等(2022)将制度作为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规则对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中介变量, 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中

数字规则的签订通过改善签订国国内制度环境, 进而促进了服务贸易出口。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是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 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影响

因素的文献较少, 主要分为两大内容: 一是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拓展到数字服务贸

易领域, 探索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国家特征;
 

二是着重研究数字服务贸易相关政策

(措施)的效应, 尤其是针对网络连接和数据跨境流动实施的限制性措施。 首先,
贸易引力模型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拓展。 岳云嵩和赵佳涵( 2020)、 吕延方等

(2021)、 温湖炜等(2021)发现地理距离、 经济发展水平、 服务业发展水平、 国家

间资本流动、 贸易开放度、 文化距离等传统变量, 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双边经

济体间是否签署“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等具有数字经济特征的变量均对数字服

务出口或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额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 有关数字服务贸易相关措施如

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文献, 主要包括国家间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的效应(孟

夏等, 2020; 周念利和姚亭亭, 2021; 周念利等, 2022)和构建国家间数字服务贸

易规则和监管体系的效应(彭羽等, 2021; Jie 等, 2023; 杨翠红等, 2023)。
与本文相关的第三类文献是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目前涉及制度距

离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研究较为有限, 且多从限制性的数字贸易规则切入, 主要

聚焦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层面上的“制度距离”, 并不涉及经济体之间在国

内制度建设、 法治建设等方面的差异。 吕延方等(2021)以双边经济体间是否签署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的哑变量衡量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制度距离, 证明两个经

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差异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有显著影响; 温湖炜等

(2021)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高低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 既有文献对制度距离的探讨多集中在传统贸易领域, 很少对制度距

离如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进行深入研究。 关于制度对数字贸易的影响的研究主要侧

重于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 缺少对影响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基

础性制度因素的探讨。 因此, 全面探究制度距离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研究假说

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 深受制度距离的影

响。 这种影响既承袭了制度距离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既有效应, 又有数字技术引

入后所带来的异质性效应。 本文首先考察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的直接影

响, 其次探讨制度距离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作用机制。
第一, 制度距离越大, 企业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合规成本越高, 进而抑制双边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 当企业作为“外来者”在东道国开展新业务时, 会面临与母国

不同的政治和法律程序要求(贾镜渝和李文, 2016)。 制度距离越大, 企业越难正

确解读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与经济规则, 更容易受到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和政府管

制, 甚至是不公平的歧视性对待。 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 制度距离的影响还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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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选择和扩散上。 制度距离不仅直接作用于数字贸易规则的谈

判进程、 条款内容(韩剑等, 2019)以及相关条款扩散(Elsig 和 Klotz, 2021), 还深

刻影响着这些规则在国内层面的实施效果(党修宇和殷凤, 2024)。 制度距离越大,
双方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选择和落实方面的差异越大, 企业在东道国开展数字

服务贸易业务的合规遵从的复杂性与成本相应提升; 制度距离越小, 双方更有可能

缔结、 履行法律约束力更强的数字贸易规则(党修宇和殷凤, 2024), 降低企业的

合规成本, 为数字服务贸易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二, 制度距离越大, 交易双方的认同感缺失越严重, 进而抑制双边数字服务

贸易发展。 制度距离越大的国家之间的认同感缺失越严重, 导致进入东道国的企业

必须支付更高的成本以熟悉当地市场偏好、 搜寻人际行为信息、 进行沟通与洽谈

等, 高企的进入成本无疑会降低国际贸易发生的可能和频次。 相较于标准化程度较

高的货物贸易, 制度因素在具有明显文化属性的服务贸易中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

服务贸易交易标的往往是知识密集型、 文化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数字服务

贸易的研发、 生产和交易过程都高度依赖于国家的制度环境、 文化环境、 科技支撑

环境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条件, 使得经济体之间的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更

加显著。
第三, 制度距离越大, 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频次越高, 进而抑

制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 在制度距离越大的经济体之间, 保护主义越有可能被施

行。 一系列文献对制度距离在贸易摩擦中扮演的角色作出了解释, 比如: 贾玉成和

张诚(2017)认为, 如果民主化差异程度越大, 则相应经济体之间所产生的贸易摩

擦数量越多; 王金波(2020)认为中美之间的制度及文化差异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一

定的解释力。 而数字贸易作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前沿领域, 是全球、 区域经贸规则制

定的“制度之战”的焦点之一, 也是大国战略竞争与权力博弈的重要阵地之一。 制

度距离的扩大, 不仅增加了贸易壁垒的设立与强化的可能性, 还促使各国在数字贸

易规则制定上展开激烈角力, 以期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占据有利位置。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1　 制度距离的增大会抑制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增长。
在国家间互动的复杂背景中, 经济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构成了双边政治

关系的多维度基石。 两国的制度和文化背景重合度越高, 心理距离越小, 越有利于

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和谐构筑。 相反, 对于制度与文化认同度较低的国家而言, 长

期积淀的隐性认同障碍将阻碍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将影响

经济体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 首先, 双边政治关系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基础要

素。 国家间正面的政治纽带, 包括但不限于相同的国际政治联盟网络、 相同的政治

利益目标、 国家间联合声明及宣言等官方场合定义的“伙伴关系”或高层外交互动

等将有效促进贸易(王孝松和常远, 2022)。 与贸易伙伴国的双边政治关系越亲密,
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等敌对经济行为的可能性越低( William 和 Bruce, 1993),
有利于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对贸易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 双边关系的

恶化会导致不信任感和敌对情绪增长, 对企业跨国开展数字服务贸易构成了负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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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鉴于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 双边政治关系的紧张态势对数字

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2　 制度距离通过影响双边政治关系进而影响数字服务贸易。
制度差异塑造了经济体之间法律体系的差异, 进而影响经济体之间司法效率的

差距。 在司法体系中, 与合同执行、 纠纷解决相关的司法效率与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的成本息息相关。 当企业进入司法制度完善、 司法体系公正、 执法效率高效的经济

体时, 能够基于更为透明的政策法规环境形成稳定的预期, 降低获取外部合法性的

成本, 减少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相应成本。 此外, 经济体间在司法水平与

监管水平上的差异还可能会提高规制融合的难度, 加剧监管非一致性。 随着数字贸

易规则不断向“边境内”规则拓展延伸, 逐渐触及经济体间“边境内”规则的规制融

合问题, 对各经济体内部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米军和王怡凡, 2024)。 即使

在缔结了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情况下, 制度距离导致的监管非一致性仍可能限制经济

体间监管协调的有效性, 进而可能引发规则执行层面的失效问题(彭羽等, 2021),
这种失效会削弱数字贸易规则的实际约束力, 增加跨国企业的合规难度, 对数字服

务贸易构成负面影响。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3　 制度距离通过影响经济体之间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差距进而影响数字

服务贸易。

二、 模型构建、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制度距离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本文设定以下基准模型:
lndigtrdit =􀆟0 +􀆟1 insit +􀆟2Controlsit +λ t +λ i +εit (1)

式(1)中, lndigtrdit 为中国与 i 国在 t 年的数字服务贸易额的对数值, insit 为中

国与 i 国 t 年的双边制度距离。 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年份和国家不变因

素, 本文加入年份固定效应 (λ t) 和国家固定效应 (λ i) 。
(二)主要指标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数字服务贸易

由于现行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框架无法按照服务的提供方式加以区分, 无法识

别跨境供应的服务, 难以识别通过网络交付的服务, 数字服务贸易数据的获取和统

计非常困难。 因此,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基于主要产品分类筛选出可

以通过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服务贸易, 以此为标准划分数字服务贸易和非数字服务

贸易, 即“产业分辨法”。 本文借鉴 UNCTAD(2015)以及吕延方等(2021)的做法,
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 选择服务贸易中的保险与退休金、 金融、 知

识产权使用费、 电信与计算机、 个人文娱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六项服务贸易的进

出口总额来代表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额。 数据来自 OECD—TIVA 数据库, 在删除数

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 本文共涉及 2012—2020 年中国与 70 个国家(地区)的数字服

务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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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解释变量: 制度距离

本文依托世界银行 The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库, 对经济体间

制度距离进行计算。 WGI 构建了一个多维度、 综合性的评估框架, 全面衡量各经

济体的制度质量, 涵盖政治稳定( Political
 

Stability)、 政府效率( Government
 

Effec-
tiveness)、 法律规则(Rule

 

of
 

Law)、 腐败控制( Control
 

of
 

Corruption)、 话语权与问

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和监管质量( Regulatory
 

quality)六个维度, 是当前诸

多国家治理定量研究中严谨度最高、 影响力最大、 使用面最广的综合指标之一(张

萌萌和杨雪冬, 2022), 且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广泛运用( Groot 等, 2004; Álvarez
等, 2018)。 相较于涵盖了贸易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等经济制度评估的营商

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与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GI 指

数聚焦于政治与法律制度质量的深度剖析, 其评估范畴与本文探讨的制度距离更加

契合, 且更具科学性。 本文采用“马氏距离”①的方法计算各维度的制度距离, 同时

将方差纳入考量, 制度距离的测算公式如下:

insit = ∑
6

k = 1

( Ikit -Ikct) 2

Vk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6 (2)

式(2)中, insit 代表中国与 i 国 t 年的制度距离, Ikit 代表 i 国 t 年的第 k 个维度的

指标评分, Ikct 代表中国 t 年的第 k 个维度的指标评分, Vkt 代表第 k 个指标所有国家

评分的方差。
3. 其他控制变量

根据吕延方等(2021)、 岳云嵩和赵佳涵(2020) 的做法, 本文选择人均 GDP
(AverageGDP)、 GDP 总额的对数(lnGDP)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对象国

人均收入水平、 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生活消费品及相关服务价格水平变动的指

标, 以控制数字服务贸易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选择中国的 GDP 总额对数( lnG-
DPChina)控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年份变化, 选择贸易对象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OFDI)控制数字服务贸易对象国贸易发展水平。 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依

赖于一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吕延方等, 2021; 岳云嵩

和赵佳涵, 2020), 而移动蜂窝网络订阅反映了一国的数字技术接入质量高低, 移

动蜂窝网络订阅越多说明该国移动蜂窝技术越成熟、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覆盖范围越

广、 数字技术水平越高。 因此, 本文选择贸易对象国的移动蜂窝网络订阅数的对数

形式(lnsubs)作为衡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控制变量, 相

关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详见表 1。 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及其分变量、 解释

变量及其分变量、 控制变量以及调节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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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氏距离”是一种计算两个未知样本集相似度的方法。 相较于欧几里得算法, “马氏距离”算法考虑了

方差-协方差矩阵, 能够克服不同指标之间由于高度相关、 方差差异和量纲差异导致的计算偏差。

 

篇幅所限, 描述性统计表备索。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刊文补

充数据查阅”栏目查询、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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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

变量

主要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机制

变量

lndigtrd 数字服务贸易额对数

lndigtrdR 文娱服务额对数

lndigtrdK 金融与保险服务额对数

lndigtrdJ 电信与计算机服务额对数

lndigtrdM 其他服务额对数

ins 制度距离

political
 

stability 政治稳定距离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政府效率距离

rule
 

of
 

law 法律规则距离

control
 

of
 

corruption 腐败控制距离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话语权与问责制距离

regulatory
 

quality 监管质量距离

avergeGDP 对象国人均 GDP 水平

lnGDP 对象国 GDP 对数

lnGDPChina 中国 GDP 总额对数

OFDI 对象国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

CPI 对象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FDI 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

lnsubs 对象国移动蜂窝网络订阅数对数

(lnsubs) 2 对象国移动蜂窝网络订阅数对数二次项

lnfixedsubs 对象国固定宽带订阅数对数

(lnfixedsubs) 2 对象国固定宽带订阅数对数二次项

FTA 是否签订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

DSTRI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idealpointindex 国家间理想点指数

Disp 纠纷解决效率距离

OECD—TIVA 数据库

世界银行 WGI 数据库

CEPII 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TAPED 数据库

OECD 数据库

联合国大会数据库

世界银行 Doing
 

Busines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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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列(1)结果显示制度距离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为负; 列(2)至列(4)结

果显示, 在分别控制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国家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后, 制度距离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即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呈负向影

响, 缩小制度距离有利于提振数字服务贸易, 假说 1 得证。 代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

水平的移动蜂窝网络订阅数对数值二次项在 1%水平上为负, 一次项在 1%水平上

为正, 拐点为 17. 35, 说明数字技术水平提高、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数字服务

贸易的发展,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弥合数字鸿沟仍是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

关键举措。 但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接近饱和状态时, 贸易对象国数字服务市场竞争

激烈且进入门槛较高, 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受限。 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AverageGDP、 lnGDPChina)对数字服务贸易的正向影响与传统贸易引力模

型的经验证明较为一致。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lndigtrd

(1) (2) (3) (4)

ins

lnsubs

(lnsubs) 2

OFDI

CPI

lnGDP

averageGDP

lnGDPChina

常数项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 093∗∗∗ -0. 079∗∗∗ 　 　 -0. 068∗∗ 　 　 -0. 119∗∗∗ 　 　
(0. 031) (0. 030) (0. 029) (0. 031)

2. 857∗∗∗ 1. 393∗ 2. 814∗∗∗
— (0. 973) (0. 729) (0. 950)

-0. 081∗∗∗ -0. 040∗ -0. 081∗∗∗
— (0. 028) (0. 022) (0. 028)

-0. 000
 

767∗∗ -0. 000
 

901∗∗∗ -0. 000
 

840∗∗∗
— (0. 000

 

303) (0. 000
 

305) (0. 000
 

296)
0. 000

 

707∗ 0. 001
 

06∗∗∗ 0. 001
 

19∗∗∗
— (0. 000

 

390) (0. 000
 

392) (0. 000
 

390)
0. 474∗∗∗ 0. 667∗∗∗ 0. 570∗∗∗

— (0. 068) (0. 062) (0. 070)
0. 000

 

003
 

62 0. 000
 

007
 

08∗∗∗ 0. 000
 

004
 

16∗
— (0. 000

 

002
 

40) (0. 000
 

002
 

26) (0. 000
 

002
 

37)
0. 705∗∗∗ 0. 664∗∗∗ 0. 669∗∗∗

— (0. 054) (0. 059) (0. 061
 

)
6. 568∗∗∗ -43. 67∗∗∗ -33. 74∗∗∗ -44. 05∗∗∗

(0. 077) (8. 613) (6. 447) (8. 440)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630 630 630 630

0. 558 0. 624 0. 638 0. 647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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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用多种方式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一, 基于数字服务贸易和制度

距离进行 1%缩尾, 剔除离群值后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制度距离对数字

服务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 其二, 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额替换为中国的数字服务贸

易出口额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
其三, 将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水平的移动蜂窝网络订阅数对数值替换为固

定宽带订阅数对数, 将衡量贸易发展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OFDI)替换

为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FDI),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仍然显著;
其四, 将标准误更换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并聚类到国家层面, 回归结果依旧显著,
表明前文的实证结果稳健。

(三)内生性检验

制度距离的减小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但数字服务贸易也可

能对各经济体的制度演进路径产生影响, 从而减小中国与贸易对象的制度距离, 这

一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对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法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过往研究采用殖民地死亡率( Acemoglu, 2001)、 离赤道距离远近( Hall

 

and
 

Jones, 1999)等作为工具变量对制度进行衡量, 但这类型工具变量往往充斥着西方

中心主义的色彩, 不适合作为本文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 本文选择制度距离的滞后

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3 列(1)和

列(2)所示。 其中,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对制度距离的影响均在 1%
水平上呈正相关。 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 识别不足检验的统计量值均高度显

著, 表明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 弱识别检验的统计量值均大于临界值
 

16. 38, 表

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即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根据第二阶段回归结

果, 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 制度距离仍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呈显著

的负向影响, 说明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鉴于选用制度距离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存在争议, 本文参考王钰等(2019)、

张宏等(2024)的做法, 选择基期(2012 年)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除特定国家外)制

度距离的平均值作为与该特定国家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 但由于基期中国与其他贸

易伙伴(除特定国家外)制度距离不随时间变化, 本文将其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乘项

作为工具变量。 这样选取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 中国与其他(除特定国)贸易伙

伴制度距离的平均值既与特定国制度距离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又不太可能直接影响

中国与特定国家间的数字服务贸易。 回归结果如表 3 列(3)和列(4)所示, 制度距

离的影响依然是稳健的。

数字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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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生性检验

项目
IV: 制度距离滞后一期

IV: 基期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除特定
国家外)制度距离×时间趋势项

ins lndigtrd ins lndigtrd

IV

ins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识别不足检验
H0 : 识别不足

弱工具变量检验
S-Y10%临界值

H0 : 弱工具变量
 

0. 717∗∗∗
 

2. 771∗∗∗

(0. 035) — (0. 295) —

-0. 234∗∗∗ -0. 379∗∗∗
— (0. 048) — (0. 08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60 560 621 621

0. 673 0. 561 0. 479 0. 634
 

309. 620
拒绝

84. 107
拒绝

 

419. 422
 

16. 38
拒绝

 

88. 384
 

16. 38
拒绝

　 　
(四)异质性分析

根据基准回归, 可以初步得出结论: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抑制作用。
接下来本文拟从制度距离的维度、 数字服务贸易的类别、 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水平, 以及贸易双方是否签署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四个方面来对制度

距离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
1. 制度距离的维度

不同维度的制度差异会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制度距离可分为话

语权与问责制、 政治稳定、 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 法律规则和腐败控制六个维度。
具体来说, 话语权与问责制同时衡量了该国公民参与政府选举的程度、 政府是否受

到充分的监督, 以及政府能否为其行为负责; 政治稳定衡量了一个国家政权被国内

暴力或恐怖主义等非宪法干预的手段推翻的可能性;
 

政府效率衡量了政府制定、 实

施良好的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监管质量衡量了该国政府实际政策的质量;
法律规则衡量了该国公民对本国法律制度的信心及对社会规则的遵循程度; 腐败控

制衡量了公共权力有多大可能性为私人利益所利用。
本文分别考察六个维度的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异质性影响, 回归结果如

表 4 所示, 话语权与问责制、 政府效率、 法律规则和腐败控制四个维度的制度距离对

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均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中, 腐败控制和法律规则对数字服务贸

易的影响系数最大, 说明缩小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在腐败控制、 法律规则等方面的差距

对数字服务贸易有比较显著的提振作用。 腐败程度高会恶化营商环境、 阻碍资源优化

配置与降低经济效率, 增加企业营运成本与出口成本, 而打造廉洁政府能通过扩大经

济规模、 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王浩和李晓

敏, 2023)。 法律规则涵盖了经济体之间法律体系建设的差异、 经济体内企业对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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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体系的信心与遵从度等, 企业进入法律规则健全的经济体, 有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

和较为稳定的政策预期, 合规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 对数字服务贸易有积极的影响。

表 4　 不同维度制度距离的异质性检验

项目
lndigtrd

(1) (2) (3) (4) (5) (6)

accountability

political
 

stability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regulatory
quality

rule
 

of
 

law

control
 

of
corruption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 038∗∗

(0. 019) — — — — —

0. 002— (0. 014) — — — —

-0. 041∗∗∗
— — (0. 015) — — —

-0. 032— — — (0. 021) — —

-0. 101∗∗∗
— — — — (0. 022) —

-0. 116∗∗∗
— — — — — (0. 02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0. 640 0. 637 0. 642 0. 639 0. 650 0. 651

2. 数字服务贸易的类别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异质性影响可能会受到不同贸易类别的特点、 市场

需求、 技术水平等的影响。 因此, 本文按照 OECD-TIVA 数据库分类将数字服务贸

易拆解为文娱服务( lndigtrdR)、 金融与保险服务( lndigtrdK)、 电信与计算机服务

(lndigtrdJ)以及其他服务(lndigtrdM)四类, 分别考察制度距离对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

贸易的异质性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结果显示, 制度距离对电信与计算机

表 5　 不同类别数字服务贸易的异质性检验

项目
lndigtrdR lndigtrdK lndigtrdJ lndigtrdM

(1) (2) (3) (4)

ins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 017 -0. 054 -0. 167∗∗∗ -0. 077∗∗

(0. 051) (0. 039) (0. 040) (0. 03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630 630 630 630

0. 717 0. 426 0. 715 0.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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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其他服务的影响呈显著负向影响, 对文娱服务和金融与保险服务的影响则不

显著, 可能是由于电信与计算机服务属于技术密度较大、 监管较为严格的行业, 受

制度距离的影响较为明显。
3. 不同水平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在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 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服务贸易限

制政策, 例如数据本地化要求、 技术标准和认证要求、 数字安全要求等, 不同程度

地制约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本文通过引入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研究不同数

字服务贸易壁垒水平下,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以数字服务

贸易壁垒值的中位数作为分界, 将样本分为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和低数字服务贸易

壁垒两组, 回归结果如表 6 列(1)和列(2)所示。
表 6 结果显示, 在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组别内, 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

易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影响, 而在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组别内, 制度距离对中国

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不明显, 说明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有利于缓解制度距离对双

边数字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 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降低、 开放性和竞争性提高的

情况下, 制度差异引发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消解。 在高数字服务贸易壁

垒的样本组内, 制度距离的系数绝对值大于基准回归中全样本范围的系数绝对值,
说明在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背景下,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更加

显著。
4. 贸易双方是否签署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的重要载体, 其作为特殊的双边的制

度安排存在“制度接近效应”, 能够有效缓解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 涵盖

数字贸易条款的高水平贸易协定能够将影响延伸到缔约国的国内治理以及政策法规

制定, 会对一国国内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造成一定的干预(许亚云等, 2020)。 缔

结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高水平贸易协定的东道国政府往往会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数

字贸易规则以优化国内制度环境, 缩小了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邓慧慧等, 2024)。
尤其是对于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而言, 缔结高标准的协定提供了一个不低于自身原

本制度环境的制度框架,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与高制度质量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
有效提升了国家之间的制度认同度。 另一方面, 自由贸易协定为贸易双方构建了共

同的争端解决机制, 提供了加强互信的谈判协商机制, 能够有效降低国家间制度距

离带来的壁垒。 此外, 已达成的贸易协定往往被视为东道国向外释放的信号, 能增

强潜在跨国企业信心, 推动国际资本流入和国际贸易往来。 因此, 涵盖数字贸易条

款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通过在缔约国之间形成互信基础、 提供具备高认同度的制

度规则范本、 降低企业的风险预期等途径降低双边贸易成本, 弥合经济体之间的制

度距离, 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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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 TAPED 数据库①中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数据, 将样本划分为在样本期

内未与中国签订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样本期间与中国签订涵盖数

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样本期前已和中国签订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

易协定三组, 回归结果如表 6 列(3)至列(5)所示。 回归结果发现, 在未与中国签

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样本中(FTA = 0)和在样本期间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样本

中(FTA= 1), 制度距离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在与中国在样

本期之前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样本中(FTA = 2), 制度距离对双边数字

服务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说明签订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消解制

度距离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

表 6　 不同水平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和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异质性检验

项目
lndigtrd

(1) (2) (3) (4) (5)

样本范围
低数字服务
贸易壁垒

高数字服务
贸易壁垒

FTA= 2 FTA= 1 FTA= 0

ins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 007 -0. 139∗∗∗ 0. 037 -0. 213∗ -0. 121∗∗∗

(0. 039) (0. 048) (0. 072) (0. 110) (0. 03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61 169 135 63 432

0. 768 0. 582 0. 656 0. 711 0. 645

(五)机制分析

接下来从双边政治关系和国家间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差距两方面, 检验制度距

离影响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作用机制。
1. 机制一: 双边政治关系

根据前文分析, 制度距离是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基础性因素。 一般来说, 制度

距离越近的国家, 政治关系越紧密, 发生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友好经济行为的可能性

越低, 越有利于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额的增长。 本文借鉴江艇(2022) 的做法,
构建如下模型对双边政治关系作用渠道进行检验:

idealpointindexit =β0 +β1 insit +β2Control +λ t +λ i +εit (3)
式(3)中, idealpointindex 为理想点指数, 理想点指数是基于联合国投票数据构造

的, 理想点指数越大表示双边政治关系越紧张。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领土并

无联合国投票权, 因此, 本文样本数据只有 621 个。 表 7 列(1)汇报了以理想点指数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制度距离的估计结果显示为正, 表明制度距离越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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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双边政治关系越可能呈现紧张的状态, 发生不友好经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假

说 2 得证。
2. 机制二: 国家间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差距

根据前文分析, 制度距离塑造了经济体之间司法效率差距, 经济体之间司法效

率差距通过交易成本、 合规成本等渠道影响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本文通过加

入国家间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差距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对这一作用渠道进行检验,
模型如下:

lndigtrdit =φ0 +φ1 insit +φ2dispit +φ3dispit ×insit +φ4Controlsit +λ t +λ i +εit (4)
式(4)中, disp 为国家间“纠纷解决效率距离”,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 Doing

 

Busi-
ness 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标中的“合同执行”一项, 计算各经济体之间解决商业纠纷

的司法体系效率差距, 该指标通过对商事纠纷解决程序与质量、 时间及费用的评

估, 考察经济体民商事司法制度及法院工作质效。 表 7 列(2)为式(4)的估计结果,
纠纷解决效率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呈负向的影响, 且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制

度距离的系数较表 2 列(4)变小。 由此可见, 制度距离可以通过影响国家间解决商

业纠纷的效率差距进而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影响。

表 7　 作用机制检验

项目
idealpointindex lndigtrd

(1) (2)

ins

disp

disp×ins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 102∗∗∗ -0. 089∗∗∗

(0. 030) (0. 034)
-0. 031∗∗∗

— (0. 009)
-0. 023∗∗∗

— (0. 006)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621 630

0. 354 0. 657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制度视角出发, 通过测算中国与贸易对象国之间的制度距离, 研究了制

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并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

示, 制度距离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呈负面影响, 制度距离的缩小有利于促进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制度距离的不同维度中, 腐败控制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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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系数最大; 在数字服务贸易的不同类别中, 技术含量

高、 规制水平高的电信与计算机服务受制度距离的影响显著; 在高数字服务贸易壁

垒条件下,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抑制效果明显, 而在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条

件下, 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显著; 签署涵盖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对缓解制度

距离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 制度距离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通

过国家间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差距和双边政治关系两条路径实现。
本文实证分析降低制度距离对提升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意义。 由于制度距离是

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因素, 制度型开放为缩短制度距离和提升制度质量提供了行动组

合, 因此, 本文实证结论为促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推动制度型开放提供了

以下启示: 一是推动全方位制度型开放, 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应积极加

入国际组织, 参与并签署高标准双边及多边国际经贸协定, 以建立更加稳定和可预

期的贸易和投资框架, 为国际贸易提供更加明确的制度框架。 未来制度型开放将更

多地集中在服务贸易的领域, 尤其是“边境后开放”。 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高水平开

放层面, 一方面应以自贸试验区(港)为基础施行渐进式的梯度开放, 打造可复制

可推广的“自贸区”溢出效应; 另一方面应加强在跨境服务贸易、 数字服务贸易等

领域的立法, 以弥补国内规制短板, 减少服务业开放风险。 二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规

则, 探索具备包容性的数字贸易规则。 中国加入的涵盖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

定的数量较少, 且已签订的数字贸易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仍有一定差

距, 一般只涉及无纸化贸易、 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等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 对数字贸

易规则中存在争议的关键条款研究起步较晚, 缺乏“以我为主”的高标准数字贸易

规则。 中国应大力推进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建设, 加大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对接力

度, 主动探索实践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 化解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中被边缘化

的风险。 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国家为突破口, 构建区域内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具备包容性的数字贸易规则, 通过“进口”对接高标准规则,
“出口”具备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 缩小制度差距, 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是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数字

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消解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 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在省

份层面, 各地应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超前部署, 例如推动
 

5G
 

基站建设和 5G
 

网络的规模化发展及应用、 统筹布局智能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等。 在国家层面, 中

国可以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战略基点, 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投资建设高速互联网网

络、 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 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数字基

础设施水平, 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数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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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FENG
 

Bimei,
 

WANG
 

Zi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OECD -TIVA
 

database
 

and
 

the
 

WGI
 

database,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volume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bilater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from
 

2012
 

to
 

2020,
 

and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reduction
 

i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fosters
 

the
 

growth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how-
ever,

 

this
 

effect
 

varies
 

based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ypes
 

of
 

dig-
ital

 

service
 

trade,
 

level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arriers,
 

and
 

whether
 

the
 

trade
 

partner
 

have
 

sign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
 

include
 

digital
 

trade
 

provision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fluences
 

digital
 

service
 

trade
 

through
 

two
 

main
 

chan-
nels: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gap
 

in
 

resolving
 

commercial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China
 

to
 

promote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create
 

new
 

advantag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Service
 

Trad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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